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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续与重构:勒石刻碑中的商业会馆
———以明清山西碑刻资料为中心

余 龙
(山西大学 晋商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030006)

摘 要:明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晋商在各主要市镇构建了属于商人的活动组织———

会馆。会馆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处所,逐渐成为各地晋商发展的基本组成和成果体现,对它的构建彰显了山

西商人的发展规模、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提升。对现存一些明清山西会馆碑刻内容的解读,发现碑刻在

会馆中的“指向性”功能,进而重新解读会馆构建背后的现实原因、商人心理及其时代内容,昭示明清晋商

由“个人”向“众人”身份价值转变的时代要求和自我处置。在惠民、尊神、利国三驾马车的并行发展下,折

射出当时商人发展的不易和会馆构建背后的群体焦虑。碑刻之于会馆,不仅为谨记不朽,更是晋商“直抒

胸臆”的表达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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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随着商业的大发展,商品经济有了显著提升,各地商人不断走出去,形成了如“晋
商”“徽商”“陕商”“粤商”等十大商帮。这些商人到全国各重要市镇,在那里交易商品、构建网络、
打造人脉,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传说。为更好地打开市场,快速了解所在地的商业信息,
同时又保证本地商业队伍的有效凝聚,各地开始出现大量商业会馆。它不隶属官方,也非私产,
而是当时商人队伍壮大、商业能力提升后的社会组织。

会馆,滥觞于宋代,明清时开始活跃,各地商帮将其设于各主要金融中心、商贸集散地及重要

城镇、码头,是彰显本地商人、商业实力和当地商业状况的重要指标。会馆在京城设置较早,可溯

至永乐十八年(1420)[1]14-17,即从应天府迁都北京后。此后会馆职能不断增加,成为非定期讲学

处和科举试馆。随着明代社会风气的转变,“士商合流”趋势加强,会馆渐具工商性质。早在汉代

就有“郡邸”,属公产性质,且有政治和商业共存的现象,这与明清会馆有类似特点[2]94-95。其中工

商会馆,分为手工业会馆和商人会馆[3]。明代地方会馆以赣、闽、浙、徽为多。万历时,山、陕商人

才在京师设立会馆,但明显北少于南[1]15-16。明清会馆完全因商而生,以粤商最早[2]。会馆出现

的首因即市场扩大、商人增多[4]。
会馆研究学界成果丰富。大多只谈及会馆本身,从其功能调整[5]、戏曲发展[6]等内容。还有

海外学者论证会馆与公所[7]337。国内从历史沿革角度论证,如张正明[8]、朱英[9]等。但缺乏构建

原因的内在解读。对传统会馆碑刻的功能扩展与内容解读尚显不足[10]。目前多视为史料补充,
以补充地区商业资料,整合相关数据,分析一地经济发展,体现行业商人的地位。以经济数值判

断地方商业和金融资本、经济水平的增衰,如刘建生[11]、许檀[12]、郝平[13]等。
笔者通过对商业碑刻的细读,分析晋商会馆的构建原因,展现时代局限下晋商的突破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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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它的建立促进商业行为的有效完成,而非仅为府、县接待处,商业组织才是它的基本特征。本

文拟在前辈学者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以会馆碑刻内容深入探讨明清山西商业会馆的发展历程,探
索明清易代过程中商人的积极变化,体现历史变幻下会馆构建的历史动因。

一、会馆中勒石刻碑的功效与应用

碑刻是古代中国常见的一种记述政治、社会、文化内容的载体,形式多样且含有丰富的社会

发展信息,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心雕龙·诔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

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

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14]它多

以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主要形式。碑的最

初用途并非刻字,而是充满实用价值。如观日影、测方向、记时刻等。在汉代是下葬时起固定作

用的装置[15]总序。古代碑刻应用广泛,除以上作用外,渐有记述的传统。始皇横扫六合,开始巡行

天下,就展现碑刻记述的多样:“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

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刻所立石。”[16]242以上共有

三次用碑刻书写的过程,其中就有碑刻书写的功能:颂德,祭祀,歌功。此外还有其他功能[17]①。

明清以后,碑刻的书写与记述作用依然保持,只是根据行业需要有所调整,且应用于当时经

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它在明清晋商与会馆构建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多得益于它具有易保存的特

点,利于证史、补史[15]。达到“至于馆之所以立兴,夫馆之所由名,则前碑具在,余无赘焉”[18]436的
效果。明清各地山西会馆在构建、维修后都会以碑刻对其行为进行记述或说明,碑刻流行至明清

除外观庄重外,彰显厚重、不易毁损亦是一因。从会馆语言优美、用词考究的碑文可见其碑刻树

立有三大用途。
(一)记录、缅怀商人功德

会馆不是官方或民间筹建起来的,而是一群初来乍到且无依无靠的商人所建,它急迫且必

需。“自示之后,□遇西商多友无家可归,身后别无亲丁,□埋义地,□用扛夫者,永远□本孙的定

抬价□给不侍。”[18]531正所谓“感同身受”,因为是曾经无助的亲历者或见证人,因而希望后人或会

馆成员能以同理心将其传递。还有对出资身份和资金来源的介绍:“一则出之于吾乡之铺户也,

开设有地,而子母常权;一则出之于吾乡之行商也,来往不时,而懋迁有术。”[18]437这就说明商人与

会馆的关系,既是会馆的建设者,同时也带动商人的成功。

建设过程很是不易,所购土地、房屋的位置、基础条件造成会馆基建的难易不一。“第阁虽告

竣,而院落未成,阁旁之广狭不一,阁下之坡坎须平,势处卑下,而水之所聚,雨辄为忧境……且无

以壮观瞻,无以便应酬,无以骋眺望,而备梓材,尔时未议及之想,亦绌于力限于势,不能不有待于

后也。嘉庆八年,杜瑞隆、潘交泰等接理会事,昼夜经营于二十年,乃于其中之卑者高之,则土不惮

运而陂坎胥平也,隘者扩之,则地不惮购而广狭维称也。”[18]436商人只是群体的代称,但由于记述不

足、遗失无考等原因,使很多人的名字湮没,若能有幸记录就很值得后人尊敬。“建祠于兹者……迄

于今百数十年矣,续修者不一而足。道光癸未,王恒吉等嗣首其事……谨据事之始末。”[18]458-459

(二)确立会馆的行事依据、重申要求

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既然是一专门的商业组织,其繁杂的事务、混杂的人员必然要以严格

的行为守则应对各种复杂的往来。“都会之成规,安商即所以惠民,至于久而相安,人人称便之事,

更不容平地生波,以滋扰累也。”[19]104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稍有不慎损失的就不仅是金钱,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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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卷入诉讼纷争。“一从实业重商权,集股纷纷嚷破天,引出许多绷子手,招摇诡诈尽磨研。”[20]95

1.房屋契约妥存,无论古今中外、于公于私,土地购置都是一项重大事务,购买前手续应交

割清楚,之后妥存契约印信,以免造成纠纷。但会馆初期由于管理经验不足、责任心缺失,时常出

现契约毁失、权责不明的现象。因此通过碑文书写展示利权,宣示对所在会馆房屋、土地的所有

权,以避免日后的麻烦。如“将红契存于秋会匣内,年深日久,恐有遗失,因此立石”[18]342。“内有

东房四间,因暂放动产,讨限十五日腾交,具结在案。”[19]842且很注意内部秩序的建设,尤其严格管

理与约束内部经营与人员往来。“优人不戒于火,延烧戏台山门暨钟鼓二亭,嗟乎! 数载经营一

朝毁之,物之难成易败也如此哉。”[18]476否则极易遭受无端损失,“蔡盛名适求出相识之人说合,情
愿代书雇约,保其看馆……甫两越月,即私行典当馆中器具,(蔡)素知馆契纸久遭回禄,遂妄据火

神庙与会馆仙翁庙毗连,陡起贪夺之心,致与涉讼坊城”[19]109。

2.行规制定,营商是商人主业,既不应弄虚作假,也不可随意受损。此类碑文是以文字的书

写表明本行业的固有态度,如“本镇之有杂货行由来已久,似无烦于再议矣,第以人心不古,规矩

渐没,或翼重资弄巧成拙,或□□□头循私而害公,因是赔累莫支,以致倒塌之患者有矣”[18]379。
“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自生理以来,绝无开行店□,亦绝无经济评价,必本客赴

通自置搬运来京,报司上税,始行出卖……有网利傅天德者,既不开行,又不评价,平空索取牙用,

捏词叠控,幸蒙都宪大人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牌批云‘凡一切不藉经纪之力者,俱听民之便,毋得

任其违例需索,扰累铺户,致于未便。’龙图再世,其在安居乐业者,固应歌功而颂德。”[19]104每当在

此情形下,“行客闻之胆战,每每发货他处,铺家见之心寒”。杂货行通过公议规程,去除原有弊

病,达到“主客两便,利人利己,不必衰多而益寡”的成效。“前有行规,人多侵犯,今郭局同立官秤

一杆,准斤十六两,凡五路烟包进京,皆按斤数交纳税银……各循规格,不可额外多加斤两,苟不

确遵,即系犯法,官罚银不等。”[19]129这就赋予行规更多的法律意味。

3.处境调整。商人初到异域,人生地不熟,乡土社会中原本“熟悉”的规则逐渐失灵。这就

使商人需要勾连地方官员、豪强,取得地方的庇护,帮助自己解决各种难题,进而表现出了商人在

当地的“不一般”。如“敬演之时,竟有一种在宜人后声言拿戏需索讹诈,实属不法,合并出示晓

谕”。“向来每逢敬神演戏,文武大小衙门并无阻扰,后因乡地兵役舞弊诈索,阖镇赴城。官蒙府

宪陈太老爷出示晓谕,阖镇遵□,勒石以垂不朽云。”[18]380此碑文除感谢陈府宪的帮助外,还借机

与官员熟络。且可避免下次“麻烦”的来临。晋陕豫三省“各商来苏办货者,向从浦口行运,由来

旧矣,各走各路,听其自便,而按时销贩,从无愆期……同治八年冬……督抚宪出示,令三省之商,

概由淮关行走,即淮关报税……众商于是惊讶……几欲停止不运……不日荷蒙恩准,仍由浦口行

走……此诫大宪体恤商情之至意,第恐日久又有异议,将禀批示论勒石……分寄各省马头存

储”[19]168。但解决不法行为的利器却是官方晓谕,而非国家律令。一旦官商“反目”,受苦的还是

商贾。
(三)总结经验教训、警醒后人

开门营商,信字为先,为避免竞争恶化(和为贵),同时也防止本行的“规则紊乱”,各行会各自

要求,如商家统一秤斤“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

集头等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后不得暗私戥秤

之更换”[18]340。之后还提出若违犯约定,则“举秤禀官究治”。

商与官打交道,难免受后者欺蒙,设立碑刻就以文字昭示官方已有前言,告知商家免受蒙混。

如“蒙府宪齐大老爷查讯,具祥谕令,照以奏册完税,蒙署藩琦大人批如详饬遵……署府宪熊大老

爷饬提覆讯……屡蒙上宪彻底根查……永远遵行,砌石记之”[18]422。特别是涉及商贾切身利益的

事例,更是详细记述,使成定制。“我等过载行先辈,原有议定章程,奈世远人湮,前定者百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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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支官席片,屡经加增,日复一日,以一倍十,总倾业办公,毫无已时。”进而导致“差务繁紊,赔
苦不堪”[18]475。确定最终定额:“每年,府、县署凉棚茶席二千三二百条,宛博林三驿每一百条,府
考八百条,院考六百条,县考三百条,教场、院府考五四百条,至有贡差换仓,以及摭抚宪阅兵,另
酌办理,恐历久加增,后不复前,故立琐珉,以为千古流传去尔。”[18]475

还是减少官方需索的凭证。“凡晋省商人,在京开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各号等……自今

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

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19]155

以上是会馆中石碑的三种主要应用形式,在要求会众的同时,还提醒会众“不得节外生

枝”[18]450,定要遵守规约,以免再生嫌隙。

二、碑刻中会馆构建的再解读

明代是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后的全面革新阶段,原本的个人经营在清初受到挫折,个体商人在

地方的力量壮大进程被阻断。进入清代,个体商人逐步有了改善和自我扩充的意识和能力。清

承明制,承接的亦是教训及认识,清代晋商不愿重蹈覆辙,希望以群体的力量化解社会对商业的

阻挠。群体由个人组成,且不会妨碍个人的成长,会馆构建就是应有之义。
(一)寻安身之所、营商之地

山西商人从乡土中走出,来到陌生之地,求得温饱是其基本诉求,却也不能得。“里区谒舍之

间,虽同乡共梓,往往有相顾无相识者,一旦投辖有地,殿寝而外。”[18]343这就很是悲凉。且若要在

此长久发展,找到一个容身之地更是急迫,“我乡之往来于斯者,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

长子孙,往往而有,此会馆之建所宜亟也”[21]331。会馆是最为基础的要求,因为商贾外出的直接目

的并非只为“联桑梓、通款洽、结乡里之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是发展与团结的需要。因此

条件一旦成熟后,“通都大邑,商贾云集之处,莫不各建会馆,以时宴会,聚集于其中”[18]358。“京
师……第南城以内,东西辽旷,赁房而散处者,恒苦于聚晤之不易,则所以汇乡井于一堂……端有

赖于会馆之设焉。”[19]152“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客,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

众。”[18]525随着规模扩大与人众增加,会馆建设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但实现非常不易。“天下事创

始难,创始于客寓市厘之地为尤难,盖以东西南北之人聚会于此,静躁不同,言语亦异,非若一邑

一乡之生,同井而居同里也。”[18]524

“事非创其所未有,则其有之也难而易,情非出于所乐为,则其为之也易而难。”[19]116会馆构建

表面上是“联乡情、笃友谊也。”那为何不在各自乡土,又何必跋涉至此? 实际表达了在乡土以外

发展的强烈欲望,因此,会馆构建就是一种“从欲望到需要达成的过程”[22]。只是这种欲望在面

对痛苦时才利于实现[23]。因此,“都市相较于乡村,有的是自由空气,这些独立的手工业者们为

着反抗领主的压迫,增加了互相团结的意识,同时,为着要巩固加强他们自身微弱的经济单位,更
不能不一起排出那些妨害他们的阻碍物,会馆也就应运而生”[2]14。

(二)求利求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遑论以此为业的众商。天下“虽名利分途,而作

客则一”[19]181。众所周知,山西会馆建筑主体很多原由庙宇改建,或在地方修建大量戏台。它们

很早就为地方民众熟知,晋商通过少量投入将其改头换面,有了“平地起高楼”的效果。而会馆奠

基仪式的规模不可谓不宏大,其邀请者上自地方高官,下至地方士绅,都是当地头面人物,又为其

起造势之效。还有以另类的方式宣扬本会馆,“因醵金会馆……除公用外,独赢三千余金,庙之壮

丽不可有加,又不可折空人私,因铸铁旗杆二株重五万余斤,竖于大门之左右”[18]423。似乎有一种

认识,即商业会馆的豪华装饰代表了商家的经济实力,表明本行业的信誉好、产品优,便于商人的

452



商品推广。体现会馆中商人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万户千门百尺楼,搜罗货物萃神州,唯将劝业为

宗旨,男女随心任意游”[20]91,因而,清末各地都形成由会馆组成的重要商业街区。

会馆主要是一商业性的社会组织,营利是其主业,但也发现其过多地承担了与其本业无关的

诸如宣教、布道、讲礼的副业。“民必克敬于神,神则应之,必克敬于明幽则通之……无心求福,神
必佑之。”[18]517它是会馆的一种日常宣发与积极表达,以配合官方的社会教化需要。在积极地完

成目标后,以期达到勾连官方媒介、赢得官方肯定的目的。这是一种道德的宣扬,而道德与获利

的结合并不抵牾。因为“只有满足了这种私欲,真正自律的道德才可能出现”[24]。

从经验上说,会馆内为一群专业的营商从业者,他们在这里分享经验和教训,共同就某个问

题探讨可行的对策。“维夫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论评市

价。”[19]109可见会馆成员依然深耕于此,维持其获利的能力。晋商海内闻名,但也并非都为豪商巨

贾,“惜蒲属本小利微,力薄费繁,不能望人向背,谨遵前议,与本行同约: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

文,银数亦然”[18]421。如此一来,既获取会馆构建之资,又避免苛敛商贾。但在这华丽幕布的背后

又是一副怎样的现实景象? 曾有外国人就中国葬式发出感慨,认为“其中不能说没有虚荣和矫饰

的成分”[25]26-27,但至少不全是,它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扶助性活动,在会馆构建背后亦可被同理看待。
(三)统一商号、调动成员积极性

明清时期,国家政权高度集中,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社会非常压抑,商人除要提升营商水平

外,还需不断在政治上出彩,否则很难发展。而会馆就非常需要依靠官方的支持,否则不利于会

馆及商号的统一。在国家末期,私有产权的保障机制成为判断一个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标志,商人

在营商的同时,还不断对政治形势的变化“翘首以盼”,这就是私有产权的危急时刻[26]17。这是一

种传统“技能”的沿袭。陶朱公曾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之后“浮于江湖、治
产积居,而不责于人”[16]3257,1752。陶朱公就从政客变为成功的商人,其中政治因素的促进应该占

比不小。“自余之初通籍也……我西商合阖建山陕会馆于城之偏,工既迄功,徐子云天寓书里中,

将乞余一言以镌诸石。”[18]343可见需要常与官员沟通,会馆碑文的撰写就是一个绝佳机会,如清代

著名的孙嘉淦、栗毓美、阎敬铭、董文焕、祁寯藻等,近代政、学两界的贾景德、郭象升等人,他们都

身居高位,由他们代笔书写,绝对是最好的拉拢手段。既满足官员的虚荣心,又能拉近官商间的

距离。可被视为一种官方规范的铺陈,如果“规范”体现多数人的利益,那它就是理性的,否则就

是基于力量的变化。以便保障特殊利益领域里的权力平衡[27]148。

会馆是以相同籍贯、行业为基础构成的经济组织,其人员的年龄、学识、背景等因素都很复

杂,特别是构建之初,很难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还不熟悉彼此的特长,除
抱团取暖、互相安慰外,更为关键的是如何有效调动会众的积极性,使其充分发挥各自所长。“他
山之助,遍及行商,众议难谐,几似挨门而乞。”[18]381可见,会馆最初的某项简单动议都难以推行,

遑论其他更大的号召,这也成为会馆初期的窘态。会馆中的每一个成员大都长久地在江湖历练,

其人脉、关系、个人技能都值得应用,特别是会馆的建成就得益于会众非凡能力的展现。“未逮

者,以事巨用广,工大费奢……且楼建所需,非大木无以胜任,而厥木惟乔,实产南邦,越道里之遥

而购之,恐非易事,抑更有难者,欲造虹梁云栋之奇,非具月斧云斤之手,无以施其巧”,在这种困

难局面下,“毅然以为己任,各输其诚,各展所长,或识优而审其向背,或奖善而劝其募化,或效奔

走取材于楚,泛江河而来宛郡,或周知四方,遍访匠师,集工□垂之技于庙建”[18]370。但其过程是

艰难、复杂的,“于是构良材、求大木,得楩楠于涧底,遇松柏于山峰,运以输巧,雕以游龙”[18]464。

山西闻喜县人乔海明,“字朗斋,设金店于山东,业大盛,倡修山西会馆于济南,赀为西商捐集,而
金店董其成,工竣有余赀,又于千佛山建房屋多间,备游览者之憩息,乔朗斋之名遂大著于

济南”[28]。

552



即使钱少事简,会馆依然没有松弛管理。特别是涉及钱粮,总能事事明了,“历年工务繁杂,

未及列清勒石,李乔龄等以此钱为数不多,历时已久,如不□彰,恐今之慷慨捐施者意淡心

弛”[18]421。为防会众“意淡心驰”,勒石记述就成为必需。虽无具体钱数,却表达了对捐施者的认

可和会馆透明管理的渴望。通过调动众人,实现商业的再发展。“自此立为新社,会议轮流经理。

一以彰神恩之浩荡,一以序客心之和谐。”[18]524这就避免了“薅羊毛”式的人员激励。“虽凭借之无

多,实成功之至巨。”[18]463由个人到众人,除数量变化,更促进商人力量的增加,打破过去费钱费

力、单打独斗的狼狈局面。

三、从“个人”到“众人”的价值转变

明代的商业类碑刻以个人记述为主,山西商人在明中后期力量积聚和快速崛起,表现为以个

体商人为主的发展形式,或因家庭需要、或是被迫从事,总之明代是以个体商人的活跃为历史特

征,明代有些山西商人并不以成为富商巨贾为目标,而是以一种“事了拂衣去”的姿态示人。“吾
经营垂四十年,而今吾事足矣,不归何时! 于是,赉囊橐,携妻子,脱然以归。”[18]118也许是明代晋

商缺乏进取意识,抑或是给予不同时代商人的各自选择。

明代晋商只将营商视为一种工作,却不能因此认为明代晋商没有深入或努力不足。他们除

涉险远走外,甚至还根据个人经验书写商业类书籍[18]120-122,不可谓不钻研。但在当时商业发展的

大背景下,始终是“所试者小,所济者寡”[18]122。这就为清代晋商的大展拳脚埋下伏笔。可谓是

“以群萃州处,察四时权百货之为便哉”[18]343。“余因情切桑梓,困难所在,最为深悉,爰据事实而

为之记。”[19]912因此,该记录就流露了明清商人的真实心意。
(一)神占主,人居次

会馆内部建设中常涉及关帝、文昌(功名)、财神、金龙四大王(水神)、太上老君、药王、仙翁、

火神、酒仙、马王爷等神仙大王庙宇殿堂的修建。“此善作所以善成,善始所以善终,良非易

也。”[18]447“第岁月既久,戏台不无飘摇之虞,大厦将覆……未免有泄而不蓄之憾,并议欲增饰

之。”[18]359若不加修理则趋于崩坏,且有违前人功德,“一非妥侑圣神之道,并失前辈向善之

诚”[18]421。这是一脉相承的民间信仰,时人希望被神庇佑,并表达敬意。

从会馆内部的营建规模就可见一斑,“其规模之阔大,制度之精详,祷祀常殷,歌舞不辍,而且

龛前之供奉,殿内之铺陈,即寻常物具而华美巨丽,不极诸势之所可致兴,夫力之所能为而不已,

盛矣乎”[18]436。甚至将生理兴旺的结果归纳为神的庇佑,“非诚赖官明断之才,邀神默佑之力

欤”[19]109。“夫人之精神新则振奋,陈则萎靡,今神之楼既已无时不新矣,则镇之生理必新而又新

可知也,亦必久而益新可知也。不止于是,凡履是地者,亦必皆振发其精神无不鼓舞振作新可知

也。”[18]474而构建则归结为“因思夫庙建神之灵”。还将会馆振兴亦归于神灵,“自光绪二十年后,

不惟会事不振,而且积弊难返,言之痛心,书之裂眦,幸神莫佑,重兴得人”[7]557。同业商店集合在

一处,结果自然就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共同祭祀神佛就成为先发生的事,更进一步,也为营业上

的方便和利益相互出力[7]。这就表明会馆是受“礼”的促成,商人也乐于遵从。可见“礼并不是靠

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29]。至此,实现“工
商业者从精神信仰共同体向世俗利益共同体的趋势转变”[30]。

明清易代后,晋商以更好的发展面貌示人,而它势必引起统治者的忧虑,担心引发潜在的管

控风险,为消除官方疑虑,商人会馆中开始积极引入那些传统的民间神灵,既满足晋商原本的乡

土信仰,又将那些神灵崇拜推至前台,视为商人行为的“引领者”,借会馆创建、修补的契机,隐藏

在该理念中。如“善”是统治者与地方教化的需要,齐人心、便商旅更是当务之急。为响应这一号

召,会馆成员也在积极践行,“为善最乐,积众善以要其成,则其善靡尽,大美难继,萃众美以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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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鼐其美无穷”[18]458。从而将真正的“人”的意图加以隐藏,以免商人群体不被容于当时。可见,

会馆中的“神”除了日常的信仰外,从理论上已代替了“人”的作用,“人”更多是一个执行者。

从实用角度出发,传统神灵也有警醒世人的作用。商贾日日以利为先,恐其心不知所向,行
为无有约束,因此,“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只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

心,不至见利忘义,角诪张而相徂诈也”[18]488。明清社会出现“士商合流”的趋势,儒家规范由商人

体现已很普遍,而商人本就充满纪律性,二者的结合就产生一种“以礼入法”[31]的传统演进。商

人的规范、约束是礼的延续,辅以权力的加持,二者内容在碑刻中很明显。
(二)商业传承的需要

传统职业讲求“父子相继”“子承父业”。随着明清时代的来临,营商已非唯一选择。却有很

多人依然遵循父辈或沿袭家族的意愿,具体原因有二:首先,是家庭条件的困厄。“幼读书颖异,

累于食指,不克卒业,后协办盐务,家计日丰。”[32]247“后嗣因家寒,读书不能上进,欲改经营,手乏

资本,又属外行……一时难以高发,只得奔走他乡。”[33]其次,是家庭发展的需要。“缘时逢不辰,

家计伶仃,不得已,仰遵父命,徙业营商,然而非其志也,以孤子之身,崛然起家,累赀数千金;因遭

家不造,未遑肄业诗书,年弱冠支持家务,兼之贸易为生,有少年老成之誉,自后家道颇昌,捐授登

仕佐郎之职。”[32]143,251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不可避免地会

调整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如此,成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其照原

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则希望看到急遽改变的世界,哪怕我们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个性、外贸或

健康等个人因素形成的,我们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34],即使非常艰难。“夫事创始者难,继
其志者亦复不易。”[19]103会馆并不设在会众的乡土内,人员的流动使得晋商开始考虑培养成员,或
吸收新的商业力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馆将长久地屹立在城镇、码头,而商人却会不断更

换、代代延续。这是会馆中每一个商人的阵地,会馆是他们一生的心血,代表了他们对自我行为

的认同,否定会馆意味着否定每一位创建者、修缮者的努力。通过会馆的构建,切实达到“踵美前

人,兴起后进”[19]123、“忆前徽之未远,幸继起之在兹”[18]464等功效。而会馆发展的根本还仰赖

“人”的经营与传承,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一旦人才培养出现断档,行业自然难以为继。进入民国,会馆传承不足开始衰退,其他发展

也就无从谈起。“只因码头中衰,继起无人,一切手续竟尔历年空悬。”[18]550“历年既久,经理乏人,

渐有欹缺,来往过斯者,徒兴茂草之嗟,念创立之难,而废败之易也。”[19]152可见行业人才培养的必

要,只有将团结会众,才利于会馆的构建和传承,实现“既得坐贾之影从,还仰行商之乐输”[18]464的
长久。最终“托业兹土者,可以久安,可以长盛”[18]408。

(三)打通区域间的彼此认同

在碑刻中总能发现“山陕”字样的标题,且为数不少。它是对山西、陕西两省商人的合称,既
然合称自然有其原因。将山陕通称,正是两省的历史联系和地理距离决定的,同时经济上的趋同

也为他们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一旦相遇于旅邸,向因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

情,不约而同于心……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21]332他们成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同盟军。
“俾相识相敬相和睦,联秦晋为一家,结恩谊于异域。”[18]529但最初山陕商贾合力营商,其状态并非

后世宣扬的和谐,“回忆初建之时迄于今……山陕诸友,辐辏而聚此地,其势至涣也”[19]301。之后,

通过磨合使两省商人在会馆构建中得以一馆容纳、命名,可见山陕两省商人关系之密切。他们齐

心协力、共创商业奇迹,在会馆构建中做到无分你我、同气连枝,“创建乃山陕商人慷慨捐财,虔诚

募化者也”[18]341。“虽曰多寡不侔要皆翕然而罔怪”,真正起到了“鼓人心作善之机”[18]341的作用。

遇到问题彼此互相扶助、共同解决,“嘉庆中,雨风剥蚀,颇有倾颓两省之人惧其湮废,重葺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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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予秦人也与晋素联梓谊,因从其请”[18]449。“况疆里攸分,征求必慎,或取资于山右,盛借助

于关中,秦晋本如一家,同声同气,管鲍尽为知己。”[18]526

在此,也不应回避山陕两省商帮本身具有的激烈竞争现状和各自的商业习惯、特性,毕竟分

属两省,因为“权利是对方给的,不是自己主张的,义务是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课给的”[35]147。发

展的需要促成两省商帮的紧密结合。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何况两个省域,但也不

应将其视为一个绝对同质的商业群体,而应从历史的发展脉络着眼[26]绪论11。并用历史的眼光审

视。“凡与斯役者,或缔好如管鲍,则群且爱之慕之;或隙末若萧朱,则群且避之戒之,勿惜小利而

□干糇,勿耀厚□而忘节俭,肃宾而厚旅,亲人而事神。”[18]343山陕会馆的出现表明区域间的合作

渐已打破行政区划的坚冰与桎梏,展现会馆对商业的促进,真正做到了商人间的“盟誓婚姻,往还

无间”[18]343。
(四)互相成就,彼此扶持

众所周知,山西会馆多选建在交通便捷、人流充足的城镇都会,如北京、汉口、洛阳等通衢。
“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年来人烟稠多。”[18]340北舞渡,“舞阳县之巨镇也”[18]341。
“侧闻齐地,当水陆之冲,阛阓喧阗,衽帏汗雨。”[18]343“斯镇居荆襄上游,为中原咽喉,洵称胜

地。”[18]370这里鱼龙混杂、是非繁多,一旦遇事就不是某个商人过去在本乡本土之中所能解决或处

理的,因而商人就需要依凭一个有强大力量的社会组织代个人出面。
“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岂真无能为之人,能为

之时,能为之力欤? 抑亦莫为倡之,谁为和之也。”[19]116以期真正做到“竭诚经理,勿致复为废弛,
以期绵绵延延”[19]157。最后应从现实出发,就眼前考量。“倘诸君子仅创于前,而众善人莫为于

后,则需费浩繁,日久殆尽,何以永远辉煌?”[18]496会馆构建者希望其实业能够长久,否则非良法、
失美意[18]423。在商贾经理下,真正实现“董事者奉公洁己,众出纳之必严,费不至于虚靡,功期归

于实用”[18]526。在会馆碑记的最后会将当次捐施者个人或商号的名字进行罗列,既是对捐施者的

行为赞赏,又是会馆透明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它主要以捐款多寡的顺序进行排列,行业不同、
商号规模各异,有千两,有数文,且不论他们的捐款金额,这正体现了会馆“众人”的强大合力,表
达了明清晋商发展中隐藏的“分力”“借力”理念。正是那些普通个体商人的存在,创造、书写了会

馆的辉煌历史。
怎奈时代的发展超越了个人乃至群体的意愿。进入民国后,传统商业会馆力不从心,逐渐从

传统社团向新式商会迈进。“力加整顿,联合秦晋,各举代表……详注同乡录,取消鼎元社,改为

山陕同乡会。”[18]557在介休有十五行“就斯地设立商会……迄今二十余年矣,商行已发展至二十余

业,其内部组织亦由总理制而递更为委员制”[19]865。可见,会馆原有规范机构的共识基础在历史

大变动中遭到破坏,因为不仅是会馆本身,更是社会制度的瓦解。即最后的破败[36]。徐永昌曾

在日记中描述过一件类似的事[37]76-77①,该名晋商守业不屈不移,堪与古时老堤头、守坟人相媲

美。山西会馆的构建,更是历史发展下以惠民、尊神、利国三驾马车并行下的时代产物,它们三者

在会馆中或单一,或结合,不断衍生出各异的会馆映像。晋商等通过对三者的有效利用,既避免

个人或商号的迅速发展而招摇,又可在“法不责众”的情形下出头、扬名,进而实现基础稳定、事业

上升、商业壮大的既定目标。

四、结 语

《广志绎》中提及:“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中平阳、泽、潞三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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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二十年,“河北大名城东二十余里临运河一个码头,现在亦不算冷落,所谓龙王庙就是地以庙名,该庙原系山西商人一

个会馆,内供龙王神像,因而会馆以神名为庙,其时该庙已做商会,而码头仅有一个山西人,乃与地方争此产权,直讼到北京乃得平,其

父为山西高平人,在此地娶妻生子。”



是明清时代的重要商业市镇,它们的形成并非易事,是晋商最初依靠手提肩扛、牵马推车实现的

不易结果。应认识到,“旅居到相对开放的贸易社会的想法从来不是危险的,所以似乎已为大多

数政府所接受,以侨居行为为基础的商业移民格局为日益安全的各种形式的交通所强化,并进一

步为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通讯技术促进和加强”[38]。自明代始,山西苦于地狭人稠、自然环境

恶劣,人们为谋生计就多外出经商,或在本土,或走到外面。他们最初的想法不一定是为成大事

业,能糊口即可。因此在生计维持的推动与营商获利的吸引下,就此开始弃农从商,或兼作小本

生意,以期增加收入。明末山西商人的“原始路径”已趋于难行,明清承绪的商业开始朝经济上的

高度集权与职业分立破坏的趋势奔涌,使“原来的循分自进路途亦绝”[35]66-69,而自我创新之路尚

浅,这就制约了明清山西商人和商业会馆的发展。所以经商虽然非原先的职业生涯规划,但所处

的不堪社会现状仍需被扭转。事实上,山西人自明初完成“开中法”的国家需要后,就认识到商业

对他们的意义,也逐渐找到实现发展的正确方向。

明清时期的国家机构高度发展,它的“文明水准”很高,还有政治机构职能分工明确、行政组

织复杂、劳动分工专门化、机会均等、社会流动频繁、成就标准重于关系标准等特征[27]138。会馆就

在此社会状态中突出重围,它背负着个人和乡土的无限期许,通过各种或隐蔽或公开的手段,实
现其在各地开花的结果,最终带动个人和乡土的地位构建和经济成长,这就是山西商人通过会馆

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进而不断增强、展现自我变革的能力。正所谓“万古不朽之事业,皆千

古好事者之精神”[19]157。明代晋商以乡土为根基,并在其中长久的立足下去。虽然明代士商互动

的历史情景很复杂,且碑文内容不乏溢美之词,但其写作必定是以事实为基础,在字里行间不乏

明代晋商的真实努力和信念留存,一代代的晋商锻造了自我磨砺、推陈出新的能力,看似不经意

间,晋商那一缕“幽光”跨越时代的阻隔,为清代会馆的持续构建打下坚实的理论根基,彰显了明

清时代的商业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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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ationandReconstructionoftheCommercialGuildHallintheSteleofLeshi:
BasedontheSteleMaterialsofShanxi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

YULong
(InstituteofShanxiCommercialStudies,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TheMingandQingdynastieswereimportanthistoricalperiodsfor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
inwhichShanximerchantsbuiltanactivityorganizationforthemselvesinmajortownsandcities,namelytheguildhall.
Itwasanimportantplaceforcommercialactivities,andgraduallybecamethebasiccompositionandachievementofthe
developmentofShanximerchants.Itsconstructiondemonstratesthedevelopmentscale,economicstrengthandsocial
statusofShanximerchants.Throughthecombinationoftheconstructionofguildhallsandthedescriptionoftraditional
steleinscriptions,theinterpretationoftheexistingsteleinscriptionsinShanxiguildhallsintheMingandQingDynas-
tiesrevealsthe“directive”functionofthesteleinscriptionsintheguildhall.Thishelpstore-interpretthepracticalrea-
sonsbehindtheconstructionoftheguildhall,thepsychologyofbusinessmenandhistoricalbackgrounds.Italsohelpsto
showtheerarequirementsandself-dispositionofShanximerchants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ismeansthese
merchantschangedtheiridentityvaluefrom “individuals”to“thepublic”.Thenotionofbenefitingpeople,respecting
thegodsandbenefitingthecountryreflectsthedifficultyinthedevelopmentofbusinessmenatthattimeandthegroup
anxietybehindtheconstructionoftheguildhall.TheinscriptiononthesteleintheGuildHallisnotonlytoremember
theimmortal,butalsothewaythatShanximerchantsovertlyexpressedthemselves.
Keywords:Shanximerchants;guildhall;steleinscription;thoughtexpression;group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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